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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人口外出流动行为、意愿、就业地差异的比较研究——

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 

黄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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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3年调查数据，运用二值选择 probit模型和以本地非农就

业为参照组的多元 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以家庭贫困、健康、教育及社会网络特征变量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对贫困

家庭外出行为的显著性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贫困与家庭外出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在以本地就业为参照组，家庭发

生贫困时其选择本省其他县市或者外省就业的行为更少，呈显著负相关。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以不打算外出为参照

组对未来外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多元 logit回归，结果显示，家庭贫困与未来选择外出的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对家

庭收入决定模型进行 OLS回归发现，相较于不外出家庭，家庭外出务工行为显著提高家庭收入；与本地就业相比，

选择本省其他县市就业显著增加家庭收入；而相较于本省就业，选择外省务工就业家庭收入显著增加更多。最后，

根据文章得出的结论提出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减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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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农村贫困的斗争已经取得巨大进展，贫困统计数据显式，从 1978 年到 2010 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从近 2.6 亿下降到 8200 万，①2近两亿多人次脱离贫困生活。有研究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建

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1]同时，2010 年，全国登记的外出务工暂住人员达到了 0.86 亿人，②3随着精准扶贫进入攻坚期，如何

利用有效措施帮扶贫困家庭脱贫是重点，也是难点，因而对于农村贫困家庭外出务工行为及意愿影响因素等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基于对贫困状态的动态变化及对农村家庭贫困致因的分析，在工业化迅速发展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背

景下，对于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通过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工业化，进而带动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且使农村贫困家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就业获得收入，分享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经济

成果并脱离贫困状态。[2](p76-78)关于农村家庭外出务工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地位及相关影响方面

的研究，如 RongZHU 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上城市职工与农村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通过生产力不同来分解工资差异

的原因，指出工资歧视给生产力特点造成的不平等；[3](p2-140)TonyFANG 等人对外来务工人员找工作的信息途径及获取较高工作信

                                                        
1作者简介：黄俊（1978—），男，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①《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1》关于 2010 年中国的官方贫困标准线 1274 元/人，从 2011 年起中国大幅上调贫困标准到 

2300 元/人，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变更为 8200 万。 
3②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年鉴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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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教育投资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选择正式与非正式的工作程序最关键影响因素是教育。[4](p154-165) 

而哪些因素会影响贫困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呢？国内学者对农村家庭外出务工行为动机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健康、家

庭资本等方面进行分析。如赵耀辉的研究表明，学历更高者更有可能选择在当地非农就业，而不是外出打工；[5](p34-42)而盛来运等

人的研究结论却恰好相反，认为高教育促进了外出务工。[6]家庭中如果有未成年子女以及年迈多病的老人需要照顾，会阻碍劳动

者选择外出就业。杨云彦和石智雷研究发现农户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决策有显著影响，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丰富，

成员外出可能性越大。农民工外出务工存在家庭内在延续效应，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家庭，家庭成员更容易外出。[7](p66-72)秦立建等

研究了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健康状况不佳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供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

响。[8](p38-45)Berger 研究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健康状况对其就业的影响，发现健康状况下降影响了其工作时间和收入水平。
[9](p102-121)Thomas and Strauss 等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工人健康状况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10](p159-185)张川川研究认为发现健康状况的

改善有利于增加其劳动供给。[11](p79-88)秦立建等进一步地研究了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健康显著影响农民

工的外出务工收入，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外出收入只占到健康状况较好农民工的 63%。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对农民工外

出务工行为的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在逐渐减弱。[12](p110-120)冯继红对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意愿进行了分析，家庭外出打工人数有显著

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有非线性影响，婚姻、性别及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没有显著影响。[13](p35-41) 

基于国内外关于外出务工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外关于外出务工及务工人员在城市的融入，还是国内关于农

村家庭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因的研究，学者们都做出了重要方面的论述，如从健康、教育、家庭社会资本等等，也有从相对收入

视角研究家庭外出务工的动因，但从综合考虑经济贫困、健康、教育、社会网络等维度研究家庭贫困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文章

基于理论上的经济约束与风险转移两个视角研究农村绝对贫困家庭外出行为、意愿及对家庭收入决定的主要影响变量，同时分

别考虑外出特征变量中本地非农就业、本省其他市就业于外省就业的不同特点对贫困家庭外出行为、意愿及收入决定的影响，

以期为更好的精准帮扶贫困家庭提供实证支撑。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1.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选自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该数据库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承担、国家统计局协助的家庭经

济调查。文章选用的是 2013 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中关于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为分析研究的需要，文章首先对数据库数据

进行了合并处理。 

2.主要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样本数 

 是否外出 0.5822 0.4932 0 1 1088 

 外出经历 0.3063 0.4610 0 1 2505 

 有外出意愿 0.0794 0.2704 0 1 2007 

 无外出意愿 0.8538 0.3533 0 1 2007 

外出务工特征 不确定外出 0.0665 0.2491 0 1 2007 

 本省其他市就业 0.1981 0.3986 0 1 1088 

 外省就业 0.2591 0.4382 0 1 1088 

 本市县就业 0.5350 0.4988 0 1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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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规模（人） 144.50 498.46 0 1500 1053 

 家庭收入（万元） 1.2180 1.0988 0 36 1049 

家庭基本特征 家庭贫困 0.0978 0.2970 0 1' 1049 

 学龄前儿童 1.7107 0.4535 1 2 2136 

 家庭总人口 4.4582 1.5166 1 22 3142 

非正规教育培训 
农业培训 0.2452 3.7639 0 100 2407 

非农培训 0.2013 1.7428 0 110 2407 

 社会网络 39.811 67.563 0 900 3122 

 BMI较差值 0.1302 0.3365 0 1 3217 

个人基本特征 
自评健康 2.0411 0.8306 1 5 3155 

教育年限 5.6200 0.4923 1 9 3218 

 年龄 41.329 93.405 0 96 3157 

 是否结婚 0.8178 2.3511 0 1 3133 

文章的主要解释变量如表 1 所示列出了包含家庭外出务工特征、家庭基本特征、非正规教育培训及个人基本特征四部分的

主要 23个变量。其中外出务工特征中主要有外出经历、外出意愿、外出地点以及当年是否外出变量，当年是否外出变量均值为

0.5822，说明当年外出务工人口达到了 58.22%（这里的外出是指在离家以外地区居住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视为外出）；外出意愿

中有外出意愿的占到 7.94%，无外出意愿的占到 85.38%，不确定外出的占比为 6.65%。外出地点中，选择本省其他市外出就业的

比例为 19.81%，外省就业的占到 25.91%，而选择本市县就业的比例为 53.50%，结果显示与外出意愿相比，农村家庭选择外出务

工非本县市的总比例占到 45.72%，占比较高，与实际情况相比，说明更多家庭实际都选择异地外出务工。家庭基本特征方面，

家庭收入均值为 1.2180 万元，其中绝对贫困家庭占比为 9.78%，家庭学龄前儿童和家庭总人口均值分别为 1.7107/4.4582 人。

非正规教育方面，接受过农业培育的占到 24.52%，接受过非农培训的比例占到 20.13%。个人基本特征方面，个人社会网络均值

为 39.8105 人，个人社会网络是指个人社会交往、关系维护的总和，包括经常联系人数、联系方式、逢年过节进行问候、拜访

等。BMI较差值占比为 13.02%，说明存在有较多人口的实际健康值并不是很好。 

3.湖北省襄阳市人口流动趋势及非农培训。 

根据湖北省襄阳市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常住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

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为 86.81 万人。同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 8.86 万人，增长 11.37%，外出流动人口

持续提升。 

2015年，襄阳市共培训各类劳动者 33.18 万人，按照“三年行动计划”的年度的目标任务，2015年，襄阳市完成在岗职工

技能提升培训 20.7万人；培训新成长劳动力 2.03万人；培训城镇劳动者 2.07万人；培训农村劳动者 6.16 万人；创业培训 2.22

万人，职业资格鉴定 3.3万人。2016年，襄阳市完成在岗职工技能提升培训 20万人，培训新成长劳动力 2万人，培训城镇劳动

者 2 万人，培训农村劳动力 6 万人，培训创业者 2 万人，职业资格鉴定 2.5 万人。襄阳市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地强

化了对劳动者劳动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同样体现出在人口快速流动的形势下，进行非农培训是提升广大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重

要保障。 

三、建立计量模型及实证回归结果 

（一）建立计量模型。 

为检验本文的相关结论，现建立以下检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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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解释变量：模型中 probit（外出=1）表示家庭外出行为为被解释变量二值选择模型，有外出记为 1，无则记为 0。Probit

（打算外出=1）是以外出意愿为被解释变量二值选择模型，打算外出记为 1，不打算外出及不确定外出记为 0；logit（不打算

外出=1）是以外出意愿特征为被解释变量，其中不打算外出记为 1，打算外出记为 2，不确定外出记为 3。Income 表示家庭收入

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为检验被解释变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有 poor，表示家庭贫困，是记为 1，否记为 0；edu

含有正规教育年限与职业教育，正规教育为在校期间的受教育年限，职业教育主要包括接受过农业培训、非农培训，接受过记

为 1，未接受记为 0；healthy 表示健康，主要有自评健康与 BMI 健康值测评，自评健康由 1~5 分别表示很好、好、一般、差、

很差，BMI值大于 18.5记为 0，否记为 1，表示不健康；socal_network表示社会网络，即家庭的社会交往情况，以社会交往人

数作为衡量标准。 

3.控制变量：为更好地实现模型主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模型首先对省份变量、村均收入等变量进行控制；

其次，对于家庭特征，如干部家庭、民族、家庭规模、学龄前儿童进行控制。 

（二）家庭外出行为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如表 2 所示是对家庭外出务工就业选择情况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考虑家庭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模

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基本特征变量中的学龄前儿童数、总人口数及婚姻变量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

果显示出，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与外出务工选择呈显著正相关，即当家庭处于贫困时，家庭人员选择外出务工的行为更多，这也

与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一致，外出务工是农村人口增加收入的一种重要方式。教育年限与外出务工并无显著关系，年龄却与是

否外出呈显著负相关，即随着年龄越大，外出务工行为就越少，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当年龄越大时，更多人都愿意选

择“落叶归根”，因而其外出行为就会减少。健康较差与外出行为关系呈现并不显著，但在接受非正规教育的培训中接受过农

业培训的家庭与外出行为呈显著负相关，非农培训与外出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家庭社会网络变量与外出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即家庭人脉关系越多，其外出行为就会越大，在实际中，由于受到亲戚朋友的帮助，当有着丰富的社会网络时，能够更好使自

己在本地或者外地找到好的就业机会。叶静怡等（2012）研究发现高层次社会网络影响归属该网络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高

层次社会网络除了帮助农民工找到工作之外，也可以在就业以后影响行为模式和生产率水平提高工资水平；[14](p31-42)但悦中山等

（2011）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社会网络包括文化、社会经济和心理的融合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和心理融合显著

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影响有限，这种影响有可能使得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15](p130-152)模型（2）引入家庭特征

中的部分人口特征变量后发现，家庭有学龄前儿童会削弱家庭外出务工行为，但是并不显著；但家庭总人口数越多及已婚人口

的外出行为会显著增加，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为实现检验的主要变量的有效性，模型对年份、省份、民族、干部等变量进行

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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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家庭外出就业选择情况回归结果 

二值选择模型 二值选择模型 

（外出=1;否=0）  （外出=1;否=0） 

 
（1） （2） 

（3）本省其他市流动（4）外省务工流

动 

家庭贫困=1 0.6060*** 0.5510*** -1.0900*** -0.9900*** 

 (12.82) （9.83） (-9.93) (-9.40) 

教育年限 -0.0104 0.0022 -0.2620*** -0.0504 

 (-0.33) （0.05） （4.32） (-0.89) 

年龄 -0.0542***-0.0454*** -0.0083*** -0.0518*** 

年龄平方 

(-42.27) 

0.00003*** 

(41.91) 

(-21.97) 

0.00002*** 

(21.88) 

(-3.69) (-22.06) 

BMI较差值=1 -0.0199 -0.0525 -0.4850*** -0.1150 

 (-0.31) (-0.63) (-4.35) (-1.05) 

自评健康 0.0320 -0.0044 -0.0786** -0.1460*** 

 (1.61) (-0.18) (-2.07) (-3.94) 

农业培训=1 -0.0107*** -0.0118*** -0.0099 -0.0113** 

 （2.78） （2.87） (-1.10) （2.03） 

非农培训=1 0.0119 0.0094 0.0741*** 0.0889*** 

 (1.44) (1.06) （3.27） （4.12） 

社会网络 0.0014*** 0.0012*** 0.0024*** 0.0019*** 

学龄前儿童 

家庭总人口 

婚姻：已婚=1 

（6.06） (4.29) 

-0.0103 

(-0.25) 

0.1800*** 

(13.06) 

0.0405*** 

(3.20) 

(6.60) （5.03） 

cons 2.1990*** 0.9730*** -2.0160*** 1.6320*** 

 (11.37) (3.58) (-5.46) （4.78） 

样本数 1014 644  1007 

R2 0.1847 0.1693  0.0531 

注:括号内的值为 z统计量，其中★p<0.1，**p<0.05,***p<0.01 

模型（3）和模型（4）是进行多元 logit 回归以在本地就业为参照组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较于在本地就业，家庭贫

困与选择本省其他市或者外省的外出就业行为较少，呈现显著负相关，这里可能与现实情况有矛盾，但仔细考虑会发现，这里

的家庭贫困是家庭绝对贫困，是以当年国家划定的绝对贫困线为标准。这些绝对贫困户家庭由于社会网络较少、信息缺乏等原

因的制约，更多都是在本地选择在家务农或者是在本县市就业。相较于本地就业，家庭教育年限越高选择本省其他市或者外省

就业的行为就会越少，这也验证了当前的一些实际情况，教育年限高的人员往往在本地能够获得更好的收入，而其外地务工并

不能一定获取更好的收入，并且自身也要承受更大的竞争压力。其次，相较于本地就业，BMI值、自评健康越差、接受过农业培

训的选择本省其他县市或者外省就业的行为就会越小；而接受过非农培训及社会网络关系的发达的家庭本省其他县市或者外省

就业就会越多，这里可以解释为健康水平是决定农户是否外出务工的基本条件，[16](p688-709)对于贫困户来说健康水平提升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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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务工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外出务工的收人远高于务农收入，从而导致贫困户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三）家庭未来外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以上是对家庭外出行为的影响因素的检验，为更好地分析外出行为的影响，下面是对家庭未来外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检

验，如表 3 所示，列出了家庭未来是否有外出意愿的二值选择模型回归结果以及以不打算外出为参照组的多元 logit 模型回归

结果。模型控制了年份、省份、民族、干部等变量。模型（1）结果显示，家庭处于贫困的打算外出倾向更高，有显著正相关；

教育年限和年龄、BMI较差值变量与家庭外出务工意愿呈负相关，年龄影响更加显著，即年龄越大外出倾向越低；接受过农业培

训家庭外出务工倾向越低，这也符合农业培训的目的，即让农户能够更好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非农培训与外出经历变量与外

出意愿有正相关，但并不显著。模型（2）引入家庭部分特征变量后的结果显示家庭有学龄前儿童与家庭外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即当家庭学龄前儿童时，家庭会倾向于不外出务工，说明学龄儿童对外出意愿有显著影响。 

表 3家庭未来外出意愿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二值选择模型（其中打算

外出定义为 1;不打算或

不确定定义为 0） 

多元 logit（以不打模型回归

结果个出为参照组） 

 
（1）（2） 

（3）打算外出（4）不确定外

出 

家庭贫困=1 0.2130*** -0.1390 03560** -0.0767 

 (2.61) (-1.49) （2.06） (-0.42) 

教育年限 -0.0408 -0.1060* -0.1700 -0.0769 

 (-0.88)(-1.82) (-1.61) (-0.62) 

年龄 -0.0219***-0.0183*** -0.0010 -0.0003 

 (-9.90) (-5.10) (-1.22) (-0.47) 

BMI较差值 -0.0011***0.0088*** 0.0916 0.0269 

 (-9.65) (5.00) （0.37） (0.09) 

自评健康 0.0114 -0.0265 -0.1320* 0.1530* 

 (0.11) (-0.19) (-1.81) (1.86) 

农业培训=1 -0.0703** -0.0426 0.0135 -0.0584 

 (-2.15) (-1.07) （1.03） (-0.66) 

非农培训=1 0.0072 0.0104 -0.0766 -0.2850** 

 （1.14） （1.33） (-1.00) (-2.11) 

社会网络 -0.0002 -0.0385 0.0003 0.0008 

 (-0.01) (-0.85) (0.35) (0.88) 

外出经历=1 0.0024 -0.0057 4.2200*** 2.4160*** 

 (0.06) (-0.14) (26.56) (18.79) 

学龄前儿童 -1.9520*** -0.1780 0.0084 

 (28.42) (-1.48) （0.06） 

家庭总人口 -0.0163 0.0686 -0.0685 

 (-0.24) (1.57) (-1.28) 

婚姻：已婚=1 0.0448* 0.1970*** 0.1780*** 

 （1.89） （5.4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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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 -0.8520***-0.8600** -2.8360*** -2.7890*** 

 (-2.95) (-2.10) (-3.98) (-3.31) 

样本数 638 410  1007 

R2 0.3811 0.3695 0.0531 

注:括号内的值为 z统计量，其中<0.1，**p<0.05,★★★p<0.01。 

模型（3）和模型（4）是以不打算外出务工为参照组进行的多元 logit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较于不打算外出家庭，家

庭贫困选择外出的意愿更高，呈显著正相关；自评健康越差的家庭选择外出的意愿越低，健康自评越高的选择外出意愿更高，

有外出经历家庭的外出意愿更高。而相较于不打算外出家庭，自评健康越差，其外出不确定性也就越高；接受过非农培训的家

庭外出不确定性也相对较高，有外出经历的时候，其外出不确定性也相对较高，可以理解的是接受过非农教育和外出经历的家

庭，由于其职业技能的增强及外出行为的经验使得其在本地也能找到相似的工资待遇，因而其外出不确定性增加了。 

（四）外出特征对家庭收入影响分析。 

表 4列出的是家庭外出特征对家庭收入对数的回归结果。模型控制了年份、省份、民族、干部等变量。其中模型（1）表示

外出行为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模型（2）表示外出家庭外出为本省其他县市的外出对家庭收入对数的影响结果；模型（3）是家

庭外省就业行为对家庭收入对数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模型（1）下，家庭选择外出与家庭收入对数变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对于

不外出家庭，外出家庭收入显著增加 9.04%的比例。模型（2）下的结果显示出选择本省其他市的外出务工就业显著增加了家庭

收入对数，相较于本地就业，其收入增加额提高 10.6%。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出选择外省务工比选择本地或者本省其他县

市就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其与家庭收入对数呈显著正相关，并且系数为 13.63%，即相较于本地货本省其他县市的就业，外

省务工就业使得收入增加了 13.63%。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外省务工的原因，特别是选择去大城市务工。 

此外，受教育年限、接受过非农培训、单位规模变量与家庭收入对数也呈显著正相关，即教育年限越高，家庭收入水平也

相对较高，接受过非农培训及工作单位规模越大，家庭收入对数也越大，家庭收入越高。而年龄、BMI较差值、自评健康与家庭

收入对数呈显著负相关，即年龄越大，家庭收入越少。这是受家庭劳动力的影响，老人越多，家庭劳动力减少的同时，由于照

顾老人等原因也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其次，随着年龄增大，老人一般也会患有各种疾病，进一步增加家庭支出，减少收入；而

BMI值越差、自评健康越差，其劳动力也会受到影响，当然家庭收入就会越少。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网络与家庭收入对数虽然呈负

相关但并不显著，但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为了维护更好的社交圈和人脉关系，社会网络减少了家庭收入。 

表 4农村家庭收入决定模型回归结果（0LS回归） 

 被解释变量：家庭收入的对数 

（1） （2） （2） （3） 

是否外出：外出=1 

本省其他市外出=1 

外省就业=1 

0.0904*** 

（4.68） 

0.1060*** 

（5.09） 

0.1060*** 

（5.09） 

0.1363* 

（1.87） 

教育年限 0.0824*** 

（4.43） 

0.0852*** 

（4.58） 

0.0852*** 

（4.58） 

0.0843*** 

（4.52） 

年龄平方 0.0000*①4 

（1.91） 

0.0000*** 

（3.20） 

0.0000*** 

（3.20） 

0.0000*** 

（4.72） 

                                                        
4①年龄平方的系数值分别为 0.000000773；0.00000120；0.00000178。 



 

8 

年龄 

-0.0015* 

（-1.77） 

-0.0023**

* 

（-3.08） 

-0.0023*** 

（-3.08） 

-0.0035*** 

（-4.61） 

-cons 9.886*** 

（85.68） 

9.970*** 

（88.36） 

9.970*** 

（88.36） 

10.03*** 

（88.08） 

样本数 917 917 917 917 

R2 0.0258 0.0262 0.0262 0.0238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文章基于农村家庭外出务工行为与意愿的视角，以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中关于农村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分

别实证分析了家庭外出行为及未来外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本地外出务工，构造多元 logit 回归探讨了选择本省其他县市

外出务工以及选择外省就业的影响因素；其次，基于未来不打算外出务工为参照组，进一步地探讨了未来外出务工及不确定是

否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是否外出务工、本省其他县市外出务工与外省务工对家庭收入影响的而回归分析。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贫困变量与家庭外出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即当家庭处于绝对贫困时，家庭选择外出的行为更多；

其次，在以本地就业为参照组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发生贫困时其选择本省其他县市或者外省就业的行为更少，呈显著负相关。

（2）家庭贫困变量与家庭未来外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以未来不打算外出为参照组的实证结果显示，家庭贫困与未来选择外出

的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不确定外出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其结果进一步显示出贫困家庭具有更强烈的外出意愿。（3）在

对家庭收入决定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不外出家庭，家庭外出务工行为显著提高家庭收入 9.04%；相较于选择本地就业，

选择本省其他县市就业显著增加家庭收入 10.6%；相较于本省就业，选择外省务工就业家庭收入显著增加 13.63%。实证结果显

示，家庭外出务工、外出地点对于家庭收入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教育年限、年龄、BMI差值、自评健康、非农培训、单位

规模与家庭收入也有关联性，能够显著影响家庭收入。 

本文的主要研究启示在于以下几点：（1）实证结果显示，家庭贫困与家庭外出行为、外出意愿有显著相关性；其次，外出

务工，无论是本地非农就业还是在本省其他县市就业或外省就业，都能显著提高家庭收入，且均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当前，农

村贫困家庭外出行为及意愿的改变受到就业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明显，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户籍和年龄歧视进一步

削弱了贫困家庭跨市、跨省流动的行为、意愿，因而在未来宏观政策制定时应进一步地优化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体制的限制，促

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同时应当在就业信息方面给予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流动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由于相对

于农村非贫困家庭，农村贫困家庭存在社会网络少、受教育年限少等原因进一步地限制其找到有效的工作信息）。（2）针对文中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的年龄、BMI值、自评健康、非农培训、家庭学龄儿童等因素与家庭外出行为、意愿也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为

解决农村家庭外出流动的障碍，需要有更多的保障措施保障农村家庭非农就业流动，应完善就业培训政策倾斜，增加对贫困家

庭非农培训；针对家庭有学龄前儿童影响外出行为、意愿的年轻家庭，完善其子女异地入学限制，并提供一定优惠政策，促进

贫困劳动力的跨市、跨省转移流动；对于健康问题引起的流动障碍，应进一步地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诸如医疗救助、医疗保险

等改善其健康水平和提高再就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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